微观开放性视角下创造力的多层次影响机制研究
钟竞, 韩杨, 罗瑾琏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本文采用微观开放性视角，探究团队跨组织搜索与经验开放性对于创造力的多层次影响作用。在团队层次发现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情景式学习和借鉴式学习两种外部学习方式在团队跨组织搜索和团队创造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个体层次，根据远端个性差异影响近端状态差异进而影响绩效的理论，我们提出经验开放性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对个体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该假设得到支持。跨层次研究结果发现团队跨组织搜索负向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即创新自我效能在低团队跨组织搜索水平下起到显著中介效应，说明团队层次开放性和个体层次开放性对于个体创造力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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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由于面临竞争环境高度不确定性和内部知识资源稀缺的双重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开放创新模式，采用广泛的外部资源和网络实现持续创新 [1]。作为创新的前奏，创造力是组织前进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是决定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2]。提升个体以及团队的创造力已成为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团队与组织外部知识源的联系——团队跨组织搜索反映了团队开放性，为创新中的学习提供可能，由于学习是团队成员之间以及与外部人员之间交互分享想法的动态行为过程 [3]，所以有必要探究在不同学习方式下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组织创新也可以源自个体创造力，反映个体对于信息接收和处理倾向的人格特征[4]——经验开放性，是影响创造力的核心人格特质因素 [5]。本文采用外部开放性视角，将团队跨组织搜索和经验开放性视为反映团队和个体两个层次的微观开放性，试图揭示两者影响创造力的多层次机制，以期为提升个体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团队层次假设
2.1.1 团队跨组织搜索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Laursen和Salter[6]在企业层次研究中用企业与外部搜索渠道或外部知识源建立联系的数量即搜索宽度，作为反映外部搜索战略开放性的一个概念。以往研究发现搜索宽度与创新绩效呈显著正向关系[7][8]。对企业内从事创新活动的团队而言，由于任务性质的复杂性以及环境的多变性等原因，不可能拥有一切关键的知识资源，必须不断从外部搜索知识以满足创新的资源需求[9]。本研究将团队跨组织搜索作为组织外部搜索的微观基础，且是由团队成员进行跨组织外部知识搜索进而形成团队整体的跨组织外部搜索状况，因为团队跨组织搜索实质可视为团队所有外部网络关系的一部分，而团队网络是个体成员人际交互“叠加”的涌现现象[10]。
以往研究表明团队建立与外部组织的关系、搜索外部信息，使得团队内部和外部资源整合成为可能，能够显著促进团队效能。Chang 等[11]发现团队与外部组织机构（如专业协会，行业协会，供应商，咨询者和研究机构等）的社会联系，可提升商业灵活性和技术灵活性。奉小斌[12]发现研发团队侦测行为即主动搜集外部技术与市场信息、虚心采纳外部相关方建设性意见，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通过广泛搜索外部知识源有利于促进新创意的产生，因为团队能够有效提高所获取信息的丰富度，减轻团队内信息冗余，而且团队与外部组织或人员的直接接触很可能带来不同于主导心智模式的新想法或解释框架，打破已有的沟通模式和世界观[13][14]。对于自身基础薄弱或不太擅长的领域，团队可借助外部知识源提出深入的见解或解决方案，从而将资源专注于核心领域，有效地解决复杂且涉及多维知识的难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T-1：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呈正相关关系。
2.1.2 团队学习方式的调节作用

团队跨组织搜索反映团队与组织外部单位或组织外部人员关系的广泛程度，而团队采用何种学习方式来吸收所搜索到的信息和知识，会对创造力产生深远影响。团队学习方式可分为外部情景式学习、外部借鉴式学习和内部自省式学习[15]，以下就三种学习方式对于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进行阐述。
情景式学习是一种沉浸于社会参与环境中的学习方式，目的是侦测外部源，了解团队运作的外部蓝图，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保持一致[16]。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下，知识广泛而动态地分布在团队所处的组织、行业以及文化制度情景中，如果缺乏情景学习，团队将难以克服组织惰性和功能固化，从而无法对外部知识搜索的方向和策略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支持，因此搜索效果会大打折扣[17]。跨组织搜索程度高且拥有高水平情景学习的团队，在广阔的外部网络中获得对外部环境的认知，能够全面动态地跟踪市场、技术和客户的变化，有利于从崭新的视角来解决问题，从而对团队创意过程作出更大贡献。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T-2a：情景式学习正向调节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即情景式学习程度越高的团队，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相对于外部情景知识所拥有的外显性，以特定对象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具有复杂性和内隐性[18]。借鉴式学习是团队向其他具有相似任务或流程经验的人和群体去学习，包括从他们那里观察或讨论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和应该避免什么，借鉴他人经验而改变现有惯例[19][20]。借鉴学习有利于团队做出决策从而改善团队结果[21]。借鉴式学习通过有效的外部监控和选择从而更精确地确定了外部知识搜索的对象，使得外部搜索更具针对性。尤其是对于高度复杂的隐性知识，通过借鉴式学习，能够与外部组织有效地建立起流畅、协调的沟通平台，降低组织间知识转移的成本[22]。跨组织搜索程度高且借鉴式学习程度高的团队，能够在更广阔的外部网络中寻找借鉴对象，突破团队既有知识的局限，从而显著地激发团队创意的形成。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T-2b：借鉴式学习正向调节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即借鉴式学习程度越高的团队，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自省式学习是团队内部学习的核心，指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战略、过程进行反思并与预期的内部外部环境相适应[23]。自省对于解决问题团队以及制定复杂决策而言十分重要。团队成员相互分享信息从而了解各自专长，对于团队优势和劣势有清楚的认识，能够更好地实现内部功能。在多样性高且难以分析的复杂工作环境下，团队不断地监控信息并自省学习，可以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不可预测性。以往研究表明团队自省对于团队创新存在正面作用[24][25]。在团队跨组织搜索的程度高并且内部自省程度高的状况下，团队对外部信息进行紧密监控，对内部运作的前提和流程进行及时反思，所搜索到的外部信息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关注和利用从而促进团队创意或创新的产生。
假设T-2c：自省式学习正向调节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即自省式学习程度越高的团队，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正向关系越强。
2.2个体层次假设
2.2.1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

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多种分离的或不相关的知识整合的过程，这些知识的整合有助于为先前未预见的领域提供新视野。面对多样化的信息环境，员工可能有不同的意识、态度和反应，从而在创造力方面表现出差异。经验开放性涉及到个体对探索、容忍和考虑新的或不熟悉的观点和经验的意愿[26]。相对于有着较低经验开放性的人，高经验开放性个体很少受教条束缚，更乐意考虑不同意见并很少去否认矛盾[27]。因此，高经验开放性个体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信息的能力，能更好地利用他人的观点和思想，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的观点从而提出各种替代性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 I-1：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呈正相关关系；
2.2.2 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创新自我效能指个体所感知的完成特定创新任务的能力。以往研究表明，作为激励机制的创新自我效能对于个体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28][29]。Kanfer[30]提出个体差异包括特质差异和状态差异，前者不针对特定任务或情境而稳定存在，后者是针对特定任务或情境且具有可塑性。特质差异对于绩效的作用属于远端作用，是通过状态差异就近间接地起到作用。按照上述理论，经验开放性作为个性特质差异，其对于个体创造力的作用可能通过创新自我效能这一特定的自我概念而实现。创新活动具有探索性和未知性，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未知情况的接纳态度符合创新活动的性质，高经验开放性个体容易从以往探索活动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对圆满完成创新任务的信心，从而有更高的个体创造力。
假设I-2: 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2.3 团队跨组织搜索的调节作用
团队跨组织搜索反映了团队对外部组织的开放程度。跨组织搜索程度高的团队中，由于团队成员与外部组织互动程度高，有机会得到更丰富的外部信息知识。外部信息知识的时常涌入为经验开放性高的员工充分发挥其个性特质提供了可能。 经验开放性高的成员对于新信息有强烈好奇心，容易接纳并吸收来自外部的信息和知识。外部信息知识有利于个体打破原有思路和既定假设，而团队其他成员与外部广泛深入的联系可能强化个体对成功开展创新活动的信心，从而表现出更高的个体创造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I-3：团队跨组织搜索对经验开放性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越高，经验开放性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越强。 
假设I-4：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越高，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所起到的中介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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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微观开放性视角下创造力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

上述团队层面和个体层面假设关系在创造力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中进行了概括（见图1）。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与程序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上海、宁波、北京和深圳等地21家企业的研发团队，所涉及的研发活动包括网络游戏开发、软件开发、制造业研发、建筑设计、汽车制造研发设计、和医药研发。参与调研的团队均满足以下条件：工作具有创新性质，团队规模至少3人，团队内领导对团队成员有充分接触，能够评价个体创造力，且团队外的上级领导能够评价团队领导的创造力。
    由于问卷的题项采用国外成熟量表，由一位研究者将英文译为中文后，再由另一位研究者回译为英文，以确保题项含义的准确性。在问卷放之前采用预研究，让6名从事研发工作的MBA学员和企业管理者判断所有题项均适合于研发人员的理解。通过邮寄和邮件发送的方式，共收集问卷224份,剔除填写明显一样和填写不完整以及配对不成功的问卷14份，最后得到的样本数据来自32个团队，其中团队外上级领导问卷32份和所有团队成员问卷178份（包括团队领导32份问卷和其他团队成员146份问卷）。所有团队成员平均年龄29.3岁，74.2%为男性，平均组织任期为2.67年，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成员分别为0.6%，16.3%，65.1%，18%。团队规模从3人至11人，平均规模为5.56人。就成员的团队任期而言，13.5%为6个月以下，28.1%为6至12个月，31.4%为1年至2年，27%为2年以上。
3.2 变量测量
 所有团队成员回答的问题项包括经验开放性、创新自我效能、与外部组织的联系、团队学习方式以及团队创造力。团队领导除了上述问题项外，还评价其领导的团队成员的创造力，而团队领导的创造力由上级领导进行评价。除了成员与外部组织的联系采用虚拟变量，其他变量测量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由填答者根据问题项内容的描述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加以区分。
团队跨组织搜索的测量，由所有团队成员跨组织搜索的均值代表。团队成员跨组织搜索的概念是指个体与组织外部机构的联系，借鉴Laursen 和 Salter[6]开放创新的13种知识来源: 供应商、客户或顾客、竞争者、顾问、商业实验室/研发企业、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政府研究组织、其他公共部门、私人研究机构、专业会议、交易协会、技术/贸易出版物、展览。团队跨组织搜索用搜索宽度进行度量，测量团队成员与外部知识源联系数（0=成员与该知识源无联系，1=成员与该知识源有联系）后，求得团队所有成员与外部知识源联系加总后的平均数。
经验开放性的测量，参考Denissen等（2008）大五因素人格量表的题项[31]。创新自我效能的测量，采用Tierney 和 Farmer(2002)的题项[28]，情景式学习和借鉴式学习的测量，采用Bresman(2010)的题项[15]，而自省式学习则采用De Jong 和 Elfring（2010）题项[33]。采用Farmer 等（2003）问题项测量个体创造力[34]，并参考Leenders等 (2003)[35]的题项测量团队创造力。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在0.6以上，具有较好的信度。表1列出各变量的具体题项和Cronbach’s alpha值。
因为人口统计变量与创造力有关，本研究将个体层次的控制变量设定为性别（1=男性，0=女性）、成员在组织中的任期，团队层次采用团队规模和成员在团队中的任期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各变量题项及信度
	变量：经验开放性 Cronbach alpha=0.730
	变量：借鉴式学习 Cronbach alpha=0.842

	1.我喜欢反思与深入思考
	1.团队搜寻外部以得到外部人员对完成任务的建议
2.团队观察外部人员从中得到经验运用于团队任务
3.团队邀请外部人员讨论如何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
4.团队反思与外部人员一起完成类似任务的成功经验

	2.我重视艺术和美学经验
	

	3.我有丰富想象力
	

	4.我对于很多不同事物有好奇心
	

	5.我偏好程序化的工作
	

	变量：创新自我效能 Cronbach alpha=0.722
	变量：自省式学习 Cronbach alpha=0.808

	1.我感到自己擅长产生新颖的想法
	1.我们团队经常审查团队目标的可行性

	2.我对于自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自信
	2.我们定期讨论团队能否有效地共同工作

	3.我有诀窍来进一步发展他人的想法
	3.我们经常讨论团队完成工作所采用的方法

	变量：情景式学习 Cronbach alpha=0.848
	4.我们团队会根据环境变化修正团队目标

	1.我们努力发现从事类似项目的竞争对手正做什么
2.我们侦测组织内部/外部环境以获得市场信息/专长
3.我们与团队外部个体联络以了解技术信息/想法
4.我们侦测组织内部/外部环境以获得技术信息/专长
	5.我们团队经常会审查工作方法

	
	

	
	变量：团队创造力 Cronbach alpha=0.832

	
	1.我们团队的成员寻求新的想法和途径来解决问题

	变量：个体创造力 Cronbach alpha=0.835
	2.我们团队的成员会先尝试新想法或方法

	1.该员工尝试新的想法或方法
	3.我们团队的成员产生于领域相关的突破性想法

	2.该员工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想法和新方法
	4.我们团队的成员是富有创造力的典范

	3.该员工产生与本领域相关的突破性想法
	5.我们团队的成员产生新的应用

	4.该员工是富有创造力的员工典范
	6.我们团队的成员产生新的发明


3.2数据检验
 为了检验关键变量“经验开放性”、“创新自我效能”、“情景式学习”、“借鉴式学习”、“自省式学习”、“个体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各个测量量表的相应测量参数，本研究采用AMOS 17.0对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CFA）分析，在六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之间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七因子模型吻合得比较好（χ2(413) = 671.576, p < 0.01; RMSEA = 0.059, CFI = 0.882, TLI = 0.867），且这一模型优于其它六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根据χ2/df值小于5表示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8表示比较理想，CFI指标大于0.9表示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的经验值判断[36]，本研究所采用的变量具有较好区分效度。 我们检测了团队成员对于变量的评价是否具有组内一致性rwg，情景式学习、借鉴式学习、自省式学习和团队创造力的组内一致性rwg，均值分别为0.814、0.882、0.90、0.859, 这些变量组内一致性超过0.7的团队比例分别为87.5%、93.7%、96.9%，以及93.7%。尽管有少数团队的组内一致性低于0.7的标准，我们仍然保留这些团队数据[37]。我们计算了ICC1和ICC2，情景式学习、借鉴式学习、自省式学习以及团队创造力的ICC1分别为0.354，0.234, 0.161, 0.185， 而这些变量的ICC2分别为0.753，0.629，0.516，0.558。按照ICC1>0.05和ICC2>0.50的标准[38]，上述个体层次的变量可以在团队层次聚合。个体层次变量和团队层次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个体层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性别
	.74
	.439
	1
	
	
	
	
	

	2.组织任期
	2.670
	2.621
	-.237**
	1
	
	
	
	

	3.经验开放性
	3.749
	.553
	.051
	.001
	1
	
	
	

	4.创新自我效能
	3.269
	.774
	-.038
	.199**
	.346**
	1
	
	

	5.个体创造力
	3.598
	.646
	.075
	.062
	.564**
	.362**
	1
	

	团队层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团队规模
	5.560 
	2.409 
	1
	
	
	
	
	

	2.团队任期
	2.780 
	0.738 
	-.198
	1
	
	
	
	

	3.团队跨组织搜索
	5.842 
	2.095 
	-.236
	-.124
	1
	
	
	

	4.情景式学习
	3.549 
	0.602 
	-.049
	.045
	.406*
	1
	
	

	5.借鉴式学习
	3.516 
	0.482 
	.110
	-.368*
	.389*
	.695**
	1
	

	6.自省式学习
	3.744 
	0.383 
	.174
	-.057
	.312
	.566**
	.518**
	1

	7.团队创造力
	2.964 
	0.446 
	.234
	-.280
	.529**
	.311
	.517**
	.554


注：个体样本数= 178; 团队样本数=32；** p < 0.01，* p < 0.05
3.3 假设检验
3.3.1 团队层次假设检验
采用拔靴法（Boostrapping method）进行团队层次变量多元回归分析，使样本重新放回1000次，一定程度避免了团队样本数偏小的局限性。为了消除共线性，在构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时，我们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标准化。
表3   Boostrap多元回归结果（团队创造力为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截距
	2.100
	1.894
	1.887
	1.254
	1.078
	.828
	.967

	团队规模
	.064*
	.062*
	.060*
	.057*
	.068**
	.046+
	.060+

	团队任期
	-.083
	-.091
	-.098
	-.035
	-.009
	-.093
	-.065

	团队跨组织搜索
	.126***
	.116**
	.103**
	.104**
	.080*
	.097**
	.092**

	情景式学习
	
	.084
	.104
	
	
	
	

	借鉴式学习
	
	
	
	.251
	.283+
	
	

	自省式学习
	
	
	
	
	
	.419*
	.338+

	团队跨组织搜索×情景式学习
	
	
	.099*
	
	
	
	

	团队跨组织搜索×借鉴式学习
	
	
	
	
	.190**
	
	

	团队跨组织搜索×自省式学习
	
	
	
	
	
	
	.164

	调整R2
	.372
	.361
	.428
	.411
	.592
	.474
	.509

	F
	7.129
	5.384
	5.639
	6.401
	9.979
	7.976
	7.429


注：团队样本数=32；***p<0.001，** p < 0.01，* p < 0.05
如表3的模型1所示，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126, p<0.01），假设T-1得到支持。表3的模型3结果表明，团队跨组织搜索与情景式学习的交互项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099, p<0.05），因此假设T-2a得到支持，情景式学习在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表3的模型5结果表明，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借鉴式学习的交互项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190, p<0.01），因此假设T-2b得到支持，借鉴式学习在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表3的模型7结果表明，团队跨组织搜索与自省式学习的交互项与团队创造力不显著相关（r=.164, n.s.），因此假设T-2c未得到支持。除了检验上述假设之外，我们还在表3模型1基础上加入团队跨组织搜索的平方项，未发现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另外，团队跨组织搜索与三种团队学习方式的共同交互项与团队创造力也没有显著关系。
3.3.2 个体层次假设检验
3.3.2.1 多层次线性模型适用性
考虑到数据的多层级性，我们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来检验个体层面假设。首先采用虚无模型（null model）进行分析，模型中没有预测变量，分别将创新自我效能和个体创造力作为因变量，分析变量的组内变异和组间变异。虚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具有显著的组间变异（χ2 =68.250, df=31, p<0.001, t00=0.104,  σ2=0.493, ICC1=0.174），这意味着团队之间差异所造成的变异程度为0.104，占方差的17.4%。同样，因变量为个体创造力的虚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创造力具有显著的组间变异（χ2 =43.079, df=31, p<0.001, t00=0.029, σ2=0.389, ICC1=0.069），团队之间差异所造成的变异程度为0.029，占方差的6.9%。两个虚无模型得出的ICC1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05，因此，适合采用考虑到组间差异特性的多层次线性模型。
3.3.2.2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间接关系
表4中模型4表明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显著正相关（г=0.618, p<0.001），假设I-1得到支持。假设I-2预测经验开放性通过创新自我效能而作用于个体创造力，首先，表4的模型1表明经验开放性与创新自我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г=0.367, p<0.01），而表4的模型5表明创新自我效能与个体创造力显著相关（г=0.193, p<0.001），进一步按照Bauer等[39]对于多层次模型低层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间接关系95%的置信区间为（.09, .37）不包含零，因此，假设I-2得到支持。
表4 多层次线性模型结果
	自变量
	创新自我效能为因变量
	个体创造力为因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截距
	3.423
	3.327
	3.325
	3.583
	3.582
	3.581
	3.581

	第1层变量
	
	
	
	
	
	
	

	性别
	0.164
	0.164
	0.165
	0.177
	0.145
	0.177
	0.148

	组织任期
	0.065*
	0.064*
	0.063**
	0.010
	-0.002
	0.009
	-0.003

	经验开放性
	0.367**
	0.367**
	0.329**
	0.618***
	0.547***
	0.603***
	0.551***

	创新自我效能
	
	
	
	
	0.193***
	
	0.197***

	第2层变量
	
	
	
	
	
	
	

	团队规模
	-0.022
	-0.005
	-0.005
	0.008
	0.008
	0.019
	0.020

	团队任期
	0.084
	0.119
	0.118
	-0.122+
	-0.122+
	-0.099
	-0.099

	团队跨组织搜索
	
	0.069
	0.068
	
	
	0.045+
	0.045+

	跨层次交互项
	
	
	
	
	
	
	

	团队跨组织搜索×经验开放性
	
	
	-0.115*
	
	
	-0.044
	-0.035

	团队跨组织搜索×创新自我效能
	
	
	
	
	
	
	0.026

	△R2
	0.148
	0.028
	0.026
	0.274
	0.049
	0.275
	0.041

	Deviance
	401.717
	401.593
	402.094
	314.535
	307.535
	320.741
	320.949


注：个体样本数= 178; 团队样本数=32；***p<0.001，** p < 0.01，* p < 0.05；△R2为与前一个模型相比增加的总误差方差，模型1的△R2、模型4的△R2、模型6的△R2是与虚拟模型相比所增加的总误差方差。
3.3.2.3 被团队跨组织搜索所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设I-3和假设I-4提出，团队跨组织搜索会增强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我们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40]的建议进行检验：第一步，建立个人创造力（Y）与经验开放性（X）关系的简单调节模型(见表4的模型6)，检验直接效应是否受到团队跨组织搜索（U）的调节，结果表明经验开放性对个体创造力的效应显著（c1=0.603, p<0.001），经验开放性与团队跨组织搜索的交互项（UC）对个体创造力的效应不显著（c3= -0.044, n.s.）。 第二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检验经验开放性（X）经过创新自我效能(W)对个体创造力(Y)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团队跨组织搜索的调节，先做依次检验，通过模型3和模型7的结果分析完成。模型3结果表明经验开放性对创新自我效能的效应显著（a1=0.329, p<0.01），经验开放性与团队跨组织搜索的交互项对创新自我效能的效应显著（a3=-0.115, p<0.05），可见假设I-3未得到支持，但团队跨组织搜索负向调节经验开放性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表4的模型7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对个体创造力的效应显著（b1=0.197, p<0.01），创新自我效能与团队跨组织搜索的交互项（UW）对个体创造力的效应不显著（b2=0.026, n.s.）。根据检验系数a1和b2，a3和b1，a3和b2，至少一组系数显著则中介效应受到调节的检验条件 [40]，本研究的检验系数a3和b1均显著，因此，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受到团队跨组织搜索的调节。
根据Edwards和Lambert[41]的建议，我们运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进一步分析团队跨组织搜索在不同水平下，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由表5可见，当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低时，经验开放性对创新自我效能的影响显著（r = 0.619, p < 0.01），而当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高时，经验开放性对创新自我效能没有显著影响（r = 0.301, n.s.）。这两个影响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Δr = -0.319, p < 0.01）。因此，团队跨组织搜索在经验开放性和创新自我效能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假设I-3所预测的正向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支持。同时，从表5可以看到，经验开放性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对个体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在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低时不显著（r = 0.068, n.s.），在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高时也不显著（r = 0.057, n.s.），但两者的差异显著(Δr = 0.011, p < 0.01)。因此，假设I-4所预测正向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未得到支持，但发现团队跨组织搜索负向调节了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个体创造力为结果变量）

	调节变量
	经验开放性（X）→ 创新自我效能（W）→个体创造力（Y）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PWX 
	PYW 
	PYX 
	PYW PWX
	PYX+ PYWPWX

	低团队跨组织搜索宽度
	0.619**
	0.11
	0.63
	0.068
	0.698**

	高团队跨组织搜索宽度
	0.301
	0.19
	0.55
	0.057
	0.607

	差异
	-0.319**
	0.08
	-0.08
	-0.011**
	-0.091**


注：个体样本数= 178; ** p < 0.01，* p < 0.05；PWX 代表经验开放性对创新自我效能的影响，PYW 代表创新自我效能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PYX 代表经验开放性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高团队跨组织搜索跨队恶意归因倾向调节的之间的简介分是以往文献的研究，





































































































代表均值加1个标准差，低团队跨组织搜索代表均值减1个标准差。

4 讨论
4.1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本研究发现开放性对于团队创造力和个体创造力均存在正面作用，具体而言，团队层次的开放性即团队跨组织搜索对于团队创造力的正面作用受到情景式学习和借鉴式学习的正面调节，个体层次的开放性即经验开放性通过创新自我效能对个体创造力产生正向作用，但团队跨组织搜索负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经验开放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微观层次解构了企业与外部组织联系对创新作用的黑箱，发现开放性对于创造力存在多层次的复杂作用机制。不同于以往团队研究多数关注团队在组织内的外部沟通，我们探究团队跨越组织界限在更广阔的外部环境获取信息和知识资源如何促进创造力，从而丰富了团队外部活动研究。本文也拓展了团队学习研究，将团队跨组织搜索与三种类型的团队学习方式联系起来，发现情景式学习和借鉴式学习能够强化团队跨组织搜索对团队创造力的正面作用，而自省式学习在团队跨组织搜索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间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此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创造力通常是由“顿悟”的方式对问题产生解决方案。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这种障碍使得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一旦这个障碍被打破，问题就会迎刃而解[42]。如果能够利用“启发信息”恰当地激活在创新者大脑中的原型，那么顿悟就能够发生。启发信息的获取具有偶然性，更容易通过外部学习而获取，并不与团队内部特定方向的“试错-自省”学习存在必然联系。
在个体层次上，本研究发现经验开放性影响创新自我效能进而影响创造力，支持了以往关于个性差异通过近端的激励中介因素而影响工作行为的理论观点, 表明与创新任务激励有关的具体构念是解释个性特质对创造力作用的重要中介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团队跨组织搜索在经验开放性与创新自我效能的关系之间充当负向调节作用，团队跨组织搜索程度低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该研究结果说明团队层次开放性与个体层次开放性对于创新自我效能均有正向作用但两者对创新自我效能是互补关系。当团队跨组织搜索增强时，高经验开放性个体并没有因为团队开放程度的增强而提高完成创新任务的预期，原因可能是由于团队和个体层次双重开放性会使得个体接收过量的信息，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成本，同时还更容易受到各种外部信息的影响，从而使其面临着创新自主性丧失的风险[43]，个体对这个方面风险感知的提高使得其在完成创新任务方面的预期难以提升。
本研究对于团队创新管理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建议管理者从团队和个体两方面加大开放性，从而提升创造力。首先，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团队开放性有利于提升创造力，鼓励团队成员与外部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从而团队能够跨越组织边界广泛地进行知识信息搜索。其次，团队跨组织搜索应该有目标地进行，与恰当的团队学习方式结合起来能够相得彰益地加强团队创造力。情景式学习和借鉴式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外部学习方式，在与外部组织建立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团队有必要及时了解外部环境变化，从技术发展、顾客需求以及竞争者策略等多方面进行趋势判断，也有必要从外部组织或外部人员得到富有启发性的实践经验。个体层次结论带来的启示是，管理者应该注重将团队成员在经验开放性这一个性特质的优势转变为完成具体创新任务的状态优势，另一方面，鉴于团队跨边界搜索与经验开放性存在互补的关系，在团队开放性不强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让经验开放性高的团队成员发挥作用产生创意。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遵从开放创新范式，我们尝试从团队与个体两个层次揭示开放性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但本研究在概念延展、机制分析、数据收集方面尚可以拓展，有待突破: 1）微观开放性的内涵可进一步延展。例如，成员所感知的团队开放导向，成员共同外部搜索的程度，团队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搜索的程度等。今后也有必要考虑团队内个体在外部搜索方面的差别，不同的团队角色例如团队领导或技术守门人在跨边界外部搜索方面可能有突出表现，可以探究团队成员跨组织边界搜索的差异性对于团队的影响作用。2）进一步研究开放性对于多层次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对应团队学习方式的个体学习方式是否在个体跨组织搜索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或者经验开放性在团队层次聚合所形成的团队个性特征是否会通过群体创新自我效能而影响团队创造力。未来还可以检验个体创造力向团队创造力涌现过程中微观开放性是否起到中介作用。3）预测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来自于团队成员的自我报告，个体创造力由领导进行评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源方法偏差，且通过数据检验发现不存在严重的同源方法偏差，但今后可以考虑采用更加客观的测度变量以尽量避免主观性。横截面数据所验证的变量之间关系检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因果关系，且由于团队数据获得难度较大致使样本量偏小，文中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有待通过更大样本数据和纵贯数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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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n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openness
ZHONG Jing, HAN Yang, LUO Jinli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opennes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eam search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ffect creativity. The team-level finding is that team search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eam creativity, and that both contextual learning and vicarious learning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search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and team creativ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line with theoretical argument that “distal” trait differences impact on performance through “proximate” status differences, it was verified that creative self-efficac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to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We found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hat is, when the level of team search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was low,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was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means that team-level openness and individual-level openness complimentarily have effects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Keywords: micro-openness, team search beyo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reative self-efficacy,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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